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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 ,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外交史研究 。

[摘　要] 国民外交源于人民主权思想 ,是国民为捍卫国家主权和自身权利 ,谋求国家发

展 ,争取世界和平而以非官方的身份从事的对外交涉和交流。20 世纪初中国国民外交的勃

兴 ,是近代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至一定阶段的产物。20世纪初的中国国民外交有着多种社会力

量共同参与和多种活动方式并行的鲜明时代特点 ,并且因其所处的特殊历史阶段而呈现出多

种特殊历史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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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是中国民族主义倡行的时代 ,也是近代中国国民外交全面启动之时 。面对国家民族的深

重危机 ,日益觉醒的中国各派力量 ,纷纷呼吁国民关注外交事件 ,鼓励国民自立反抗 ,宣传国民参与外

交 ,以“保有自主权 ,不受凌侮劫夺”[ 1](第 74 页)。虽然 ,各派的政治主张不一 ,要求变革社会的方式各

异 ,所开展的国民外交活动也不尽相同 ,但是 ,在对国民外交的基本认识上却颇为一致 ,即救亡图存 、振

兴中华必须依靠国民自身的力量 ,国民必须直接参与或影响关系国家命运的外交事务 ,才能挽回利权并

阻止清政府出卖国家利益 。正是本着对“外交事件 ,人民得参与其间”的认识[ 2](第 7 页),中国各派力量

开始以各种方式进行国民外交活动 ,从而开创了 20世纪初中国外交的新局面 。在刚跨入新世纪的今

天 ,对于 20世纪初的中国国民外交 ,做一番较为深入的考察研究 ,无疑是十分有意义的 ,从中将会带给

我们许多启示。

一

国民外交是指民族国家兴起以来 ,各国国民为捍卫国家主权和自身权利 ,谋求国家发展 ,争取世界

和平而以非官方的身份从事的对外交涉和交流。它又被称作人民外交 、民众外交 、民间外交 、公众外交

等等 。国民外交源于“人民主权”思想 ,即主权是公意的运用 ,是国家的灵魂 ,集体的生命 ,主权属于人

民 ,国家利益是全体人民的利益 ,国际事务不仅仅是少数政治家的事情 ,而且是直接影响本国和世界人

民的事情 。因此 ,国民应该直接参与外交事务 ,或监督本国政府机构的外交活动 。国民外交是“主权在

民”原则在外交领域里的具体体现 。

中国的国民外交源自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 ,近代国民思想的兴起与民族国家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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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更新 ,可以说 ,既是“外邦逼之 ,异种残之”的产物 ,又是“西学东渐” 、“规抚欧美经验”的产物。帝国主

义列强的入侵 ,使中国这个幅员辽阔的“天朝大国”沦落为一个无独立完整主权的“世界大公国” ,原本

“诸番入贡 ,华夷一统”的格局 ,已被“强邻环列” 、“瓜分豆剖”之危局所取代 。腐败无能的清政府 ,战则丧

师失地 ,和则赔款损权 , “无一事不足以丧吾大陆” 。正是为了救亡图存 ,振兴中华 ,先进的中国人接受了

西方天赋人权学说与民族自决思想 ,认识到“国民不知国家学 ,则无爱国心;国民不知国际法 ,则无真爱

国心” ,认识到国家之前途全在于国民之责任心
[ 3]
(第 823页)。这正如列宁所言:“有一点是无可争辩的 ,

这就是资本主义使亚洲觉醒过来了 ,在那里到处都激起了民族主义 ,这些运动的趋势就是要在亚洲建立

民族国家 。”
[ 4]
(第 424 页)因关注国家民族的命运 ,中国民众认识到必须奋起自救 。因奋起自救 ,中国民

众又进而认识到自身在国家中的应有之地位 。国家危亡 ,唤起了人们的国民意识;救亡图存 ,催发了人

们的国民外交思想。

孙中山先生是近代中国第一个以建立现代民族民主国家为目标 ,却以纯粹国民身份开展外交活动

的实践者。孙中山长期在海外就学的经历 ,不仅使他在学生时期就早已“始知世界大势 ,发生国家观

念” ,进而“研究国际法 、军事学 、海军建设 、各种财政学 、国政 、各种派别的政治学”
[ 5]
(第 59 页),提出“驱

除鞑虏 ,恢复中华 ,创立合众政府”之主张 ,而且使他与众多外国朋友和爱国华侨结下了亲密的友谊 ,从

而疏通了开展国民外交活动的最初渠道 。19 世纪末 ,孙中山就高举民族民主革命的旗帜 ,革命为求民

族独立 ,革命为兴人民主权。为了谋求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 ,“联结四方贤才志士” ,孙中山频繁奔走于

海外各国 ,进行着多种形式的国民外交活动。

到 20世纪初 ,中国国民外交全面启动的基本条件已经具备 。首先 ,在思想舆论界 ,宣传鼓吹人民主

权思想与民族独立思想已蔚为风气 。各种报刊杂志均大量刊登了鼓吹国民思想与民族独立之文章 。当

时“执舆论界牛耳”之梁启超 ,也公开鼓吹:“民族主义者 ,世界最光明正大之主义也。不使他族侵我之自

由 ,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 。其在于本国也 ,人之独立;其在于世界也 ,国之独立。”[ 6](第 32 页)在《新民说》

中 ,他又开宗明义地指出:“吾今欲极言新民为当务之急 ,其立论之根柢有二:一曰关于内治者 ,二曰关于

外交者” ,强调“以今日列国并立弱肉强食优胜劣败之时代 ,苟缺此资格 ,则决无以自立于天壤”[ 6](第 118

页)。可以说 ,在思想舆论界的鼓吹中 ,民族 、民权思想已浑然一体不可分 ,国家主权要靠有责任心的国

民去维护 ,民族独立要靠国民自决去争取。

而且 ,大多数思想舆论界人士均反对暴力排外 ,认为“其结果乃至丧利失权 ,外力日迫”
[ 3]
(第 1069

页),主张采用外交手段维护国家利益 。有的则提出“文明排外”之口号 ,指出:“排外之道 ,当以精神不当

以形迹 。排以精神者 ,内则自修其政治 ,自整其武备 ,自固其民志 ,时时存独立不羁之意。而对于外 ,则

礼貌有加 ,仪节不失 ,虽深仇夙怨之国 ,亦往来酬应 ,无异于姻娅。”[ 3](第 621 页)正是为引导国民形成正

确的外交观念 ,采用合法手段 ,维护国家利益 ,中国第一份民办的专门性的《外交报》于 1902年 1月 4日

应运而生。蔡元培在创刊号中 ,明确阐述了该报宗旨为:“荟我国自治之节度 、外交之政策 ,与外国所以

对我之现状 、之隐情 ,胪举而博译之 ,将以定言论之界 ,而树思想之的 ,为理论家邮传 ,而为实际家前驱。”

当时 ,一批有影响的报刊 ,均辟有外交专栏 ,发表外交时论 ,介绍各国概况 ,用以普及国民外交知识 ,争取

公众外交舆论。

其次 ,是各种有影响力 、号召力的民间组织已经出现 ,为国民外交的开展提供了一定的组织基础和

海外联系网络。20世纪初的资产阶级革命派 ,已在革命小团体的基础上成立了全国性的资产阶级革命

政党中国同盟会 ,原兴中会在香港 、东南亚 、北美 、欧洲各地的多处分支机构 ,也得以进一步扩大与健全 ,

其设在日本东京的总部 ,与在海内外各处陆续建立的 45处分支机构 ,自然形成了一个联系广泛的组织

网络 。康有为 、梁启超自变法失败流亡海外后 ,于 1899年 7月在加拿大温哥华成立了“保皇会” ,总局设

在香港 、澳门 ,在北南美洲 、日本和东南亚各地建立了总会 、支会 100多个 ,会员近 100人。20世纪初的

中国商人也已成立了商会组织 ,自 1902年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成立至 1906年后 ,全国的商会组织已形成

商务总会 、商务分会 、商务分所三级体制 ,遍及各大商埠州县村镇 ,而且海外的中华总商会也纷纷成立。

自 1897年在古巴的华商总商会成立后 , 1904年菲律宾 、马来亚槟城 、美国纽约的中华总商会相继成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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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 ～ 1909年 ,新加坡和日本的长崎 、横滨 、大阪 ,以及缅甸 、泰国和加拿大温哥华等处的中华总商会也

先后成立
[ 7]
(第 18 页)。商人团体也形成了一个联系广泛的组织网络。

再次 , 20世纪初清政府先后出台的各种“新政”措施 ,进一步加速了中国社会的变革和开放度 ,为中

国国民的自主外交创造了一定的条件。当时的清政府是典型的弱政府 ,对外不能切实维护国家利益 ,对

内朝廷权威日渐衰落 。为了消弭革命 、缓和矛盾而实施的各项“新政” ,则又在客观上为中国社会新兴力

量的成长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奖励实业政策的颁布与实施 ,大大提高了民间商人的社会地位 ,也进一步

拓宽了中国商人的经营范围与对外交流渠道;废科举 、派留学生政策的颁布与实施 ,又使得国内新式教

育盛行 ,出国留学热潮高涨 ,学界的各种交流活动范围也随之大为拓展 ,影响力与日俱增;军制的改革 ,

又造就了一大批易于接受现代民族主义思想的新军士兵;预备立宪的宣布 ,则进一步激发了中国士绅要

求参与政治的权利意识……。随着中国社会新兴力量的不断成长 ,清政府对社会的控制力却在不断减

弱 ,国民的自主性在不断增强 ,各领域代表人物的号召力也在不断提高 ,民间组织要求参与外交事务 ,自

主组织开展对外交往 ,也就日益成为可能。弱政府的现实 ,是在逼迫中国民众不得不奋起自救的同时 ,

又为中国国民的自主外交客观上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以上情况清楚地表明 ,20世纪初由于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和社会状况的急剧变化与发展 ,从而激

发了中国民众的国民权利思想与民族自决精神。思想舆论界的宣传鼓吹 ,为国民关注外交事件 、参与外

交事务提供了一定的理论知识基础;各级各类民间组织的建立与发展 ,为国民直接参与和开展各种外交

活动提供了一定的组织基础与联系网络;中国学界人士的大批走向世界 ,商界投资经营范围的不断扩

大 ,则又大大拓宽了中外交流合作的渠道 。事实表明 , 20世纪初中国国民外交的勃兴 ,是近代中国社会

历史发展至一定阶段的产物 ,而不是任何时候都可能出现的 。

二

20世纪初中国国民外交的开展 ,是与当时中国主要的政治派别和社会力量的活动紧密联系的 。具

体来说 ,主要涉及三派力量 、五种方式。三派力量是:一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 ,为反清革命建立资

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而在海外开展的各种外交活动;二是流亡海外的以康有为 、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 ,

为谋求各国支持中国的保皇改良运动而进行的各种外交活动;三是由实业家结成的商会力量 ,为振兴实

业 、发展商务 、改变“利权尽在洋商之手”局面 ,而组织开展的各种外交活动 。五种方式是:一是通过直接

与外国政府官员或政府机构进行接触商谈 ,以谋求外国援助或直接影响外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二是通过

与一些对政府决策有影响力的人物建立某种私人关系 ,从而间接影响外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三是通过广

泛的舆论宣传活动 ,争取公众舆论的支持 ,进而影响外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四是通过组织发动一定规模

的民众运动 ,并采取相应的抵制措施 ,影响本国政府的外交立场与对外交涉 ,迫使他国政府修正对华政

策措施;五是通过出国参会 、访问 ,或是接待来访等活动 ,有目的有计划地开展各种正常的民间经济文化

交流等。

20世纪初革命派的国民外交活动是以孙中山为核心的。1896年 10月 ,英国伦敦蒙难的经历 ,不仅

使孙中山开始形成对西方国家开展国民外交的基本思路 ,而且使孙中山成为了一个有较高知名度的国

际性人物。在这一事件中 ,孙中山切身体验了西方国家公众舆论对于政府决策的巨大影响力。当时围

绕着营救孙中山一事 ,先后卷入的有孙中山在香港西医书院的老师康德黎 、孟生博士 ,有使馆女管家霍

维夫人和工人柯尔 、英国报界 、英国内政部 、外交部 、苏格兰警署 ,乃至英国首相兼外长沙士勃雷侯爵。

报界的报道 ,使英国公众的同情心倾向于孙中山一边 ,从而深刻影响了政府的决策。英国首相明确表示

清使馆拘留孙中山是违反外交特权的 ,英国外交部则明确要求清公使馆立即释放孙中山[ 8](第 107 页)。

这就使孙中山从此坚信 ,争取西方国家民众的支持 ,从而影响该国政府的对华政策 ,应是其开展国民外

交活动的重点之一。这一事件也为孙中山提供了一个公开发表政治主张的好机会。他通过会见各报记

·411·　第 4 期 顾莹惠:论 20 世纪初的中国国民外交



者 ,出席演讲会 ,出版《伦敦被难记》 ,在《双周评论》 、《东亚季刊》等杂志上发表文章 ,用西方人普遍能接

受的方式 ,尽力宣传他的革命主张
[ 9]
(第 36页)。这就使孙中山的革命思想伴随着他的名字在海外流传

开来 ,从而为他拓展国民外交渠道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20世纪初革命派的国民外交活动主要以三种方式进行:一是在世界各地建立舆论宣传基地 ,增强

革命派的对外影响力 ,谋求各国民众和海外华侨的舆论支持 。当时 ,革命派在海外的报纸多达 10来种 ,

如香港的《中国日报》、日本东京的《民报》 、檀香山的《檀山日报》 、新加坡的《中兴日报》 、《阳明日报》

(Chaya M ata Hari)、《星洲晨报》 、暹罗的《暹华日报》 、美国旧金山的《大同日报》 、《美洲少年》 、《少年中国

晨报》等等 。而且 ,孙中山每到一地 ,必作演讲 。在 1902年至 1905年 、1907年至 1910 年 ,孙中山曾两

次作过长时间 、远距离的巡回演讲活动 。历经南洋新加坡 、越南 、马来亚 、暹罗各地 ,再经欧洲英国 、法

国 、德国 、比利时各国 ,跨越大西洋 ,横贯美洲大陆 ,广泛进行了对外舆论宣传 。以至有人撰文指出:“孙

逸仙者 ,非一氏之私号 ,而新中国新发现之名词也 ,有逸仙而中国始可为。”[ 5](第 325 页)足以见得革命派

在海外的影响力了。二是通过广泛结交各国各界朋友并建立密切联系 ,以疏通各方外交渠道 ,影响外国

对华政策。20世纪初与孙中山保持经常性密切联系的外国友人 ,已遍及各洲各国各界 。其中 ,既有其

早年求学时就有密切联系的学校教师 、报刊记者 、教会牧师 、医界商界人士 ,又有开展革命活动后结识的

剑桥大学汉学家 、英国下院议员 、俄国民粹派革命家 、日本生物学家 、自由主义政治家 、美国作家 、朝鲜志

士 、菲律宾革命者……。从政界要人 、国会议员 ,到在野名流 、各界领袖;从西方国家的殖民地官员 、驻外

使节 ,到东方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志士 、独立运动领导人;从学者 、记者 、思想家 ,到士兵 、军官 、工厂主

…… ,几乎无一不包 。通过这些联系 ,孙中山不仅广泛地获取了各种信息 ,疏通了各方渠道 ,而且直接间

接地对各国政府施加了影响。三是通过直接与外国政府机构或政府官员的接触 ,游说各国政府 ,寻求外

交支持 ,募集资金援助。为了谋求发动武装起义的武器来源 ,争取各国政府对新政权的外交承认与财政

援助 ,孙中山是常年奔走于海外。从筹备发动 1895年的广州起义至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前后 ,孙中山

曾多次拜会过日本的政府官员 、驻外使节 ,德国驻香港领事 ,走访过法国驻日公使 ,与法国驻沪领事和驻

广州领事联系过 ,在越南西贡见过法国越南总督保尔·韬美[ 5](第 215 页),与法国首相克利孟梭 、前外长

毕盛 、外交部官员拉法埃·罗 、菲力浦·贝特洛 、国会议员阿尔弗雷德·马赛等人见过面 ,与美国驻暹罗公

使Hamilton King会谈过 ,给美国国务卿诺克斯写过信 ,曾委托马克沁机枪制造厂厂主道生面见过英国

外务大臣格雷[ 5](第 576 页),还曾与各国银行家会过面……。虽然 ,实质性的外交成果很难获得 ,但是 ,

作为一个活跃的国民外交家 ,却是名副其实。

与革命派相比较 ,康 、梁保皇派所进行的国民外交活动 ,是目的不同 、方式相同 ,虽然康有为 、梁启超

在一段时间里的知名度与影响力还在革命派之上 ,但因其保皇目的与门户之见之制约 ,故保皇派在海内

外掀起了两个较大的浪潮之后 ,便开始走向分化 ,最后不得不偃旗息鼓。

第一个浪潮是反对清廷废立之事 。1899年 12月 ,清廷发生了西太后企图废黜光绪帝以端王载漪

之子溥 嗣位之事。保皇党人为保救光绪帝 ,四处奔走呼号 ,动员海内外舆论反对 ,并游说各国政要 ,谋

求列强出面反对清廷废立之事 。当时在海外的“发电者共四十六埠 ,一埠联名或多至八万人”[ 10](第 49

页)。列强各国也纷纷表示反对 ,最后迫使西太后决定“改名新皇帝溥 暂屈为大阿哥 ,入宫养育 ,承嗣

穆宗 ,称今上曰皇叔”[ 11](第 194 页),反对清廷废立之事取得了胜利。紧接着 ,保皇党人又掀起了第二个

浪潮。1900年春夏 ,乘清廷在北方与列强对抗之机 ,发起“勤王”运动 ,筹备在长江流域举行自立军起

义 ,拥立光绪皇帝复辟 ,并寻求列强支持 ,希图建立一个有英国保护的以两广为基地的“自立国” 。起义

总机关设在澳门 ,国内以上海为基地 ,海外则在日本 、南洋 、美洲各处 ,广募款项 ,联络会党 ,招募外国兵

将。但是 ,起义尚未发动 ,清廷已向列强求和 。列强为维护在华利益 ,也转而采取与清廷合作的态度。8

月 17日 ,英国驻武汉领事致函湖广总督张之洞 ,称:“南方有所谓大刀会 、哥老会 、维新党诸种 ,皆与北方

团匪相仿佛 ,有为乱者 ,即速擒捕 ,敝国决不保护。”[ 11](第 247 页)8月 22日 ,张之洞侦捕了自立军首领唐

才常等 22人 , “勤王”运动遂宣告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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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王”运动失败后 ,保皇党人虽然仍在海外各处奔走努力 ,但无奈革命风潮已是一日千丈 ,“其势力

益磅礴而郁结 ,下至贩夫走卒 ,莫不口谈革命 ,而身行破坏” , “立宪党者 ,不过为名义上之鼓吹。气为所

慑 ,而口为所箝 。”[ 3](第607-608页)1907年 3月 23日 ,康有为在美国纽约将保皇会改为“帝国宪政会” ,以

君主立宪 、尊帝室 、扩民权为宗旨
[ 10]
(第 487-489页)。1908年光绪帝逝世后 ,康有为又将帝国宪政会改为

“帝国统一党”。但保皇立宪已失却其吸引力与号召力 ,康有为也已被人称之为“过去人物”了 。

与革命派和保皇派相比较 ,中国商界组织的国民外交活动有其自身的特点 。20 世纪初的中国实业

家群体 ,是一个较早与外国人直接打交道的群体 ,也是一个对于“利权尽在洋商之手”最有切身体验的群

体 ,就他们关注的问题来看 ,主要是与“商战”有直接关系的各种权益 。因此 ,目标较为具体实际 ,所开展

的活动也往往能取得政府的某些支持 ,其优势在于可以立足本国带动海外 ,采用合法手段进行各种国民

外交活动 。

20世纪初的中国商界 ,主要通过四种方式来开展国民外交活动:一是通过各种舆论宣传活动来宣

传国货 ,拓展对外贸易渠道 ,影响官方的外交交涉与外交政策。当时的商界人士已明确认识到:“20世

纪之世界 ,一全球相争相竞之世界也 。竞争之目的 ,在求所以自存而达目的之方法 。”
[ 12]
(第 29 页)因此 ,

商界人士在鼓吹团结自主参与国际竞争的同时 ,还通过组织集会演讲 、发表通电 、致书海内外 、散发宣传

小册子 、举办商品展览会 、组织展品出国参加国际商品博览会等手段 ,来动员海内外舆论 ,宣传国货 ,抵

制外货 ,参与国际贸易 ,以争商权 、国权 。二是充当官方对外交涉的咨询机构 ,间接参与外交谈判。20

世纪初 ,各国依据《辛丑条约》中有关修订中外商约的规定 ,纷纷照会清政府 ,要求修订商约 ,以期扩大在

华权益。1902年 1月 ,中英商约谈判首先在上海开议。2月 22日 ,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成立 ,集合各业领

袖 20多人 ,直接为中英商约谈判出谋划策。虽然 ,中国商界并未能直接参与谈判 ,但最终在商约的“裁

厘加税”条款上打上了自己的印记 ,即在英方提出的“裁厘”要求上 ,加上了中方的具体“加税”要求 ,将原

“值百抽五”的进口关税增至 12.5%[ 13](第 107 页)。依据“利益均沾”之原则 ,该条款还载入了 1903 年签

订的《中美通商行船条约》和《中日通商行船条约》之中。三是充当民间对外交涉员的角色 ,与外国官方

进行直接接触交涉。1905年的抵制美货运动 ,上海商务总会是运动的发起者与领导者 。5月 21日 ,上

海商务总会总理严信厚等 8人 ,应美方之邀与美驻华公使柔克义 、驻沪总领事劳治师等外交官员 ,就中

美修约问题进行了直接接触。虽然 ,交涉的结果并不令人满意 ,中方提出的删除《华工禁约》中之苛例 、

另订保护在美华侨华工权益之新约之要求 ,未能获得美方的合理答复 。但是 ,这一直接对美交涉事件 ,

却从此将商人团体置于各种民间对外交涉之前台 。此后 ,凡遇处理租界内华洋纠纷 ,收回路矿利权之交

涉 ,有关中外经济合作项目之交涉…… ,商人团体均充当了民间对外交涉员的角色。四是组织开展中外

商会间的交往与合作 。虽然 ,英国的商会组织在 1768年就已出现 ,外商在华的洋商总会也于 1847年就

已在上海成立 ,但中国的商会组织却是在 1902年才成立。因此 ,中外商会交往在 20世纪初还属于新生

事物 。1904年时 ,上海商务总会为租界内华洋商事纠纷 ,曾与在沪各国商会有过最初的接触 。1910年 ,

中国的商会组织开始正式接待外国来访的实业考察团。如果说 5月来访的日本实业考察团 ,属于半官

方性质 ,中国的商会组织还只是充当配角进行一些应景式的接待交流 ,那么 , 9月来访的美国实业考察

团 ,则纯属民间性质 ,是由美国太平洋沿岸各城市商会代表联合组成。因此 ,中国商会组织已是接待交

流的主角 。美国考察团每到一地 ,必由商会组织接待 ,进行业务会谈 ,共商投资贸易问题 ,而且在考察结

束时 ,双方还在上海专门举行了一场“中美商业联合研究会” ,集合中国各地商会代表 ,与美方共同研讨

有关中美民间经济合作事宜。会上还就成立中美商会联合会 、并附设中美商品陈列所 ,创办中美银行与

中美轮船公司等问题达成了几个合作协议
[ 14]
(第 10号)。

综上所述 , 20世纪初中国社会各派力量所实际从事的各种对外活动 ,已是比较完全意义上的国民

外交活动。虽然他们还未正式以国民外交相标榜 ,而主要是以革命 、保皇 、发展实业 、振兴中华相号召 ,

但他们实际进行的各种对外活动 ,就其基本目标而言 ,是为了提高国家地位 、维护国家利益与国民权益;

就其主要内容而言 ,已涉及政治 、经济 、法律等各个方面;就其活动方式而言 ,已运用了间接参与 、直接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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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等多种国民外交的基本方式 。可以说 ,这些自主开展的对外活动 ,已经打上了十分明显的国民外交标

记。

三

20世纪初的中国国民外交 ,虽然还刚处在全面启动的阶段 ,但其鲜明的时代特征与特殊的历史作

用 ,却能使我们更全面地把握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 ,更清晰地了解中国社会各派力量在中国融

入世界过程中所扮演的历史角色 ,更客观地分析各种历史现象 ,从而也能使我们更好地总结历史的经验

教训 。

作为中国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的产物 ,20世纪初的中国国民外交具有三方面的显著特点 。一是各派

新兴力量共同参与 、多种活动方式并行 、海内海外相呼应的特点。无论是革命派 、保皇派 ,还是商会组

织 ,几乎同时在各条战线采用各种方式在各个层面进行着国民外交活动 ,而且一处发动 ,各处响应 ,近则

国内各省城镇 ,远达东南亚各地 、欧美各国。可以说 ,这是 20世纪初中国国民外交的主要特点 ,也是优

点。

二是涉及面十分广泛 ,却未能出现一个全国统一的国民外交组织机构 。各派力量营垒分明 ,虽在同

时开展活动 ,但相互联系却很少 ,甚至还在互相攻击 ,致使有些对外主张基本一致的活动 ,也因门户之见

而不能携手合作 ,故一方面是各派力量各种活动频繁开展 ,一方面却在矛盾分歧中相互削弱其影响与作

用。这是 20世纪初中国国民外交的最大缺点 。

三是舆论宣传声势虽大 ,实际参与人数却不多 ,影响力还主要局限在知识界范围内。无论是革命

派 、保皇派 ,还是商会组织 ,当时真正能从事国民外交活动的主要是少数领袖人物 ,而且就当时的活动开

展与信息发布来看 ,也主要是在各大城市的租界里和海外各处进行 ,一般民众还未能真正参与进来 。只

有 1905年的抵制美货运动 ,因直接涉及人们的生活日用品 ,故参与面相对较为广泛 。就一般活动而言 ,

还未能真正得到民众的广泛支持与呼应 。

这些特点充分反映出当时中国所处历史阶段的基本特征 。各派新兴力量因其所受教育 、所处社会

地位和社会环境的不同 ,虽在伸民权 、争国权 、振兴中华等根本问题上有较为一致的认识 ,但在具体采用

那些变革社会制度推动社会发展的手段与措施上 ,却难有一致的主张 。其中 ,既有属于认识层次上的原

因 ,又掺杂着宗派思想 、门户之见诸因素 。这些因素深刻影响了各派力量的团结合作 ,也在一定程度上

影响了国民外交活动的开展。

20世纪初中国国民外交的历史作用是多方面的 。在这一特殊的历史阶段 ,我们不能将眼光仅仅停

留在取得了多少实质性外交成果上 ,而是应该在更广阔的视野内探寻其历史作用与影响 。这是因为 ,国

民外交的兴起 ,必须要有众多具有现代国民思想的民众来参与;国民外交的开展 ,必须要有一批懂得国

际法律知识的民众领袖来组织;国民外交的成果 ,必须伴随着国际关系的发展变化 ,采用必要的外交手

段才能获得。因此 ,作为启动阶段的国民外交活动 ,是不可能立即取得令人满意的外交成果的 ,而主要

是为今后国民外交的进一步发展做些奠基性的工作。据此 ,我们可从以下四个方面来加以分析。

首先 , 20世纪初的中国国民外交进一步激发了民众的爱国热情 ,普及了国际法律知识 ,增强了国家

观念和国民意识 。正如时论所言 , “国家之原素 ,实惟国民与国土而已 。当总揽国权者不能保民而王 ,且

屡失可宝可贵之土地 ,则保存国土之责 ,舍国民其奚属乎?”[ 3 〗(第 823 页)“抵货以废约为第一目的 ,而以

发起国民爱国同胞抵外力之感情为第二目的” ,抵货是为了“挽回利权 ,争成人格 ,外人不敢轻视我” ,是

为了“振起国魂 ,挽回国势” 。当时各种国民外交活动的开展 ,不仅在舆论宣传上引导着中国民众要以国

民资格来争国权 、保国土 ,而且在各种实际的对外交涉交流活动中 ,激发着中国民众的爱国热情和国民

意识 ,并由此推动了各种相关的国际法律知识的传播与普及 。也正是在对外交涉交流的实践中 ,中国商

界才认识到依据国际通行的法则来争国权 、保商利的重要性 ,从而自主发起召开了 1907年的第一次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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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商法大会 ,以图改变“外国商人有法律 ,中国商人无法律”的状态 ,通过健全本国的法律法规 ,来确立自

身在国家中的地位 ,在涉外商事纠纷中 ,能切实维护中国商界的利益。这些均表明 ,近代中国民众国民

思想的产生 、确立 、增强 ,并逐渐走向成熟 ,是与其对外交涉交往的步伐基本一致的。

其次 ,是进一步推动了各类民间团体的成立 ,为此后形成各界联合的国民外交组织奠定了基础 。20

世纪初各派力量组织开展的各种对外交涉交流活动 ,大多是以各种团体组织的名义进行的 ,而这些团体

组织在活动中所显示出的组织优势与规模效应 ,又推动了各领域各类型团体组织的成立 。民国建立后 ,

各种专业性的民间团体便纷纷出现 ,仅 1912年成立的各种实业团体就有几十个 ,诸如中华民国工业建

设会 、中华民国铁道协会 、上海中华实业联合会 、拓殖协会……。而且 ,各种中外合作的国际性的民间组

织也随之出现 ,如中美国民同盟会 、中英美睦谊会 、中日国民协会 、中日新闻记者俱乐部总会……。这些

社团组织的纷纷涌现 ,不仅使民众的参与面大为扩展 ,对外交涉交流的自主性进一步增强 ,而且也为最

终形成各界联合的全国性的国民外交组织奠定了组织基础 。

第三 ,是进一步拓宽了民间对外交涉交流的渠道 ,形成了更为广泛的海内外联系网络。20世纪初

革命派 、保皇派在海外建立的各种机构 ,不仅广泛联结了海外的留学生 、华侨和各国友好人士 ,编织起一

个遍布各国的海外联系网络 ,而且直接沟通了海内外的各种联系 ,疏通了中外民间交往的各种渠道 。中

国的商会组织也已通过各种对外活动 ,广泛联结海外各国的华商组织 ,建立了一个世界性的华商联系网

络 ,而且与各外国商会 、实业团体 、展览中心 ,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成为了世界经济网络中的一员 。这些

对外交流渠道的拓展与联系网络的建立 ,无疑为民国时期的中外民间交流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

第四 ,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本国政府的对内外政策和列强各国的对华政策。20世纪初中国各派

力量在海内外开展的各种国民外交活动 ,不仅逼迫清政府出台了某些相关的政策措施 ,从而加大了对内

改革对外开放的力度 ,而且直接影响了中外商约谈判 、中美《华工禁约》交涉和借款筑路交涉之结果 。如

1905年的抵制美货运动 ,最终迫使美国政府作出了一定承诺 ,并撤换了商务和劳工部长 ,移民局也出台

了缓解国内排华气氛的新规则[ 15](第 94 页)。在收回路矿利权运动中 ,英国方面最终没有能使 1908年 3

月逼迫清政府签订的《沪杭甬铁路借款合同》正式生效 ,沪杭甬铁路由中国民间集股修筑而成 。因此 ,20

世纪初中国国民的外交努力 ,尽管未能废除不平等条约 ,也未能根本改变“利权尽在洋商之手”的局面 ,

但毕竟已在相当程度上起着影响 、制约政府决策的作用 。

总的来说 , 20世纪初的中国国民外交 ,虽然还刚处在全面启动阶段 ,但其在激发中国民众的国民参

与意识 ,培养中国民众的现代组织观念 ,增进中国民众的国际法律知识 ,启发中国民众如何在对外交往

中切实维护国家利益与自身权益 ,以及如何向世界宣示中国民众的觉悟与维护国家主权的决心等方面 ,

已在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正如时论所言:20世纪初的中国国民外交 , “是我四百兆同胞干预外交之第

一起点” ,也“使我国民之资格 、之位置益见重于世界”[ 16](第 20 号)。20世纪初的中国国民外交 ,毕竟揭

开了新世纪中国外交新的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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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Civil Diplomacy Early in 20th Cent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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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y , majoring in the Chinese history and foreign relations.

Abstract:Civil Diplomacy comes f rom the concept of people' s sovereign , is that the people carry on

foreign negotiate and exchange in unof ficial status , for defending the state sovereign , it s rights ,

development and world peace.The rise of Chinese civil diplomacy early in 20th century was the result of

Chinese histo ry development in that certain period , which w as of many characteristics and of many special

historic fun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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